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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不少论著均有论及 ,并且多给予较高的评价。例如 ,有的认为 :“朝廷之所以特设市舶使专
官 ,以经营此项交易 ,其目的之一是为了给皇帝后妃搜求珍宝 ,以满足其奢侈需要 ;其目的之二
是为了抽取‘舶脚’———商税 ,以裕财政收入。由于是公私两利 ,故最初市舶使多以宦官充任 ,
搜括所得 ,多入皇帝私库 ,同时又获得一大笔税收。”② 有的认为 :“(唐朝) 市舶贸易是在广州
市舶使主持下的另一种官方贸易形式 ,以禁榷 (即专卖制度)为核心 ,征抽‘舶脚’,收取‘上供’,
以充内庭 ,以裕财政。唐中后期 ,这一形式在官方贸易中居主导地位 ,为国家带来越来越多的
财政收入”;广州的对外交易的作用在于“为国家提供重要的财政来源”。③ 有的认为 :“广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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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新作 ,如宁志新 :《试论唐代市舶使的职能及其任职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 、《唐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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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奢侈品 ,对此唐人已经说得很清楚 ,如称 :“广州地际南海 ,每岁有昆仑乘船 ,以珍货与中国交
市”②;“南海有蛮舶之利 ,珍货辐凑”③;“广州有海舶之利 ,货贝狎至”④;“瑰宝山积”⑤。至于
“珍货”为何物 ,稍具体的说法 ,有“香药、珍宝 ,积载如山”⑥;“外国之货日至 ,珠、香、象、犀、玳
























刘玉峰 :《试论唐代海外贸易的管理》,《山东大学学报》2000 年第 6 期。
“南中有诸国舶 ,宜令所司 ,每年四月以前 ,预支应须市物 ,委本道长史 ,舶至十日内 ,依数交付
价值 ,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 ,简择进内。”① 这就是“收市”制度的基本内容。
敕文所谓所司 ,指国家财政有关管理部门 ,如负责“支度国用”、“支纳”少府物品的度支 ,“掌库
藏出纳之节、金宝财货之用”的金部②,“凡四方贡赋 ,百官之俸秩 ,谨其出纳而为之节制”的太
府寺③ 等。按该份敕文规定 ,这些财政管理部门必须制订采购计划 ,调拨所需资金 ,交给岭南
道长史 (后来或为市舶使)向外国商船购买 ,然后把所购商品送交少府监收管 ,再由少府监根据
需要挑选供给宫廷消费。显然 ,这一针对广州海外进口商品制度的“收市”制度 ,完全是为帝室
财政服务的。
高宗、武则天时期 ,桂州都督府法曹参军杨志本充任“岭南市 □珠玉使”,“握水衡之钱 ,权
御府之产 ⋯⋯散国财 ,市蛮宝”④。开元年间 ,韦某因“典御府之藏 ,列内官之秩 ⋯⋯事因绩著 ,
官以课迁 ,录充市舶使 ,至于广府 , 赆纳贡 ,宝贝委积 ,上甚嘉之。”⑤ 这二人出使广府虽然在
身份上有外官、内官之分 ,但都是在履行用国家财政资金为帝室财政采购进口珍宝的职责。
“收市”制度在唐后期仍在实行。如德宗时 ,市舶使王虔休在《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
中有“御府珍贡 ,归臣所司”;“除供进备物之外 ,并任蕃商列肆而市”⑥ 等语 ,说的也是属于国
家财政计划之内的为帝室消费而在广州对蕃舶珍货的“收市”。再如下面要引述的陆贽奏书、




勉任广州刺史 ,兼岭南节度观察使 ,“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 ,岁才四五 ,勉性廉洁 ,舶来都不检
阅 ,故末年至者四十余。”⑦ 类似记载不少。显然 ,当外国商船大大减少时 ,“收市”就会相应减






疾愈德音》中的这一段话 :“其岭南、福建、扬州蕃客 ,宜委节度观察使 ,除舶脚、收市、进奉外 ,任












λυ 黎虎 :《唐代的市舶使与市舶管理》,《历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
《唐大诏令集》卷 10。
《全唐文》卷 515 ,王虔休 :《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
《旧唐书》卷 131《李勉传》。
《全唐文》卷 515。
《全唐文》卷 371 ,于肃 :《内给事谏议大夫韦公神道碑》。





书》卷 48《百官志三·鸿胪寺》所述的 :“海外诸蕃朝贺进贡使有下从 ,留其半于境 ;由海路朝者 ,
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 ;所献之物 ,先上其数于鸿胪。”如果说“进奉”是海外商人以个





财政的官方采购供进这样的问题 ? 之所以要提出这一疑问 ,是因为在唐朝 ,“进奉”对于国家财
政而言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内容。
一种是指经由国家财政制度安排的向帝室财政调拨。奉送或进贡财物 ,我们可称之为合
法进奉。如《唐会要》卷 66《少府监》记载少府监的属官 ,“开元已来 ,别置中尚使 ,以检校进奉
杂作。多以少府监及诸司高品为之。”《新唐书》卷 47《百官志二》载 ,尚服局的属官有“司衣、典




止 ,如中宗神龙三年 (706)四月二十七日制 :“自今应是诸节日及生日 ,并不得辄有进奉。”④ 顺
宗贞元二十一年 (805)二月赦文称 :“诸道除正敕率税外 ,诸色榷税并宜禁断 ;除上供外 ,不得别
有进奉。”⑤ 不过 ,自玄宗天宝年间以来 ,特别是安史之乱后 ,唐朝有些皇帝 (特别是德宗、宪
宗)出于各种原因 ,热衷于接受中央的财政长官或地方的军政长官向“内库”进奉 ,使原本非法
的进奉禁而不止。⑥
那么 ,唐朝来自广州市舶使或地方长官的“进奉”是属于何种类型呢 ? 安史之乱爆发之前 ,
唐朝帝室财政得自岭南地方政府的合法进奉 ,是通过“贡献”制度实现的。唐朝国家财政制度
规定以州郡为单位的地方政府须每年向帝室财政“贡献”土特产 ,即 :“诸郡贡献 ,皆尽当土所
出 ,准绢为价 ,不得过五十匹 ,并以官物充市。”⑦ 贡献之物有相当一部分成为少府监属下制造
宫廷消费品的原材料 ,如中尚署职在“岁时乘舆器玩、中宫服饰、雕文错彩珍丽之制 ,皆供给
焉”。“其所用金木齿革羽毛之属 ,任所出州土 ,以时而供送焉。”⑧ 在“贡献”制度下 ,度支下达
给岭南、安南地方政府的贡品品种 ,包括海外进口商品。如《大唐六典·中尚署》规定 :“其紫檀

















韩振华 :《唐代南海贸易志》,原载《福建文化》2 卷 3 期 ,1947 年。收入氏作《航海交通贸易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
中心 2002 年版。
长安广运潭向玄宗展示各州郡的土贡 ,“南海郡船 ,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①,也是海外进口
商品。②可见 ,从合法进奉即“贡献”来看 ,无论是长安朝廷 ,还是岭南长吏 ,对广州海外交易的
关注点 ,主要集中在如何为宫廷提供进口珍宝之上。
当时似乎没有岭南市舶使或地方官员以个人名义非法进奉进口的事例。史载 ,玄宗开元
二年 (714)十二月 ,“岭南市舶司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 ,广造奇器异巧以进。”但
即遭到监选司、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阻谏 ,认为 :“雕镌诡物 ,置造奇器 ,用浮巧为真玩 ,以诡怪
为异宝 ,乃理国之所巨蠹 ,明王之所严罚。”③ 史称“书奏 ,玄宗称善”。④ 看来 ,周庆之、波斯僧
所制造的“诡物奇器”的原材料 ,或者他们试图取悦玄宗的“进奉”思路 ,与当地进口珍奇有关 ,
但是他们并非直接以进口珍宝进奉。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 ,由于国家财政状况恶化 ,帝室财政也时有捉襟见肘之窘态 ,不少皇帝
热衷于接受中央与地方军政官员以各种名目“进奉”钱财 ,这些“进奉”有些直接进入国库 (左藏
库) ⑤,更多的是进入内库 ,但在后来也有从内库拨出支持国家财政的 ,如据《旧唐书》卷 15《宪
宗纪下》的记载统计 ,宪宗在元和七年到元和十三年 (815 —821) 曾先后 8 次从内库调拨大量钱
财给度支使用 ,共计钱 123 万贯、绢 163 万匹、银5 000两。所以 ,我认为唐后期皇帝通过接纳进
奉而贮存在“内库”的钱物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国家财政的变相贮备资金。⑥ 正因为如此 ,
唐后期的官员“进奉”的多是便于国家财政支用的钱、绢和物品。而岭南道由于经济落后 ,地方
财力有限 ,地方行政官员或市舶官员就很难有此类钱物进奉。德、宪二朝官员以法定财政收入






称 ,李氏在宣宗大中四年 (850)出任广州都监兼市舶使 ,“才及下车 ,得三军畏威 ,夷人安泰。不













λυ 参见李绵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 2 分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014 —10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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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郑注得广州节度 ,权至镇 ,尽以公家珍宝赴京师以酬恩地。廷老上疏请按权罪 ,中人由是切齿。”此虽为私人之间的馈赠 ,
但郑权所用为“公家珍宝”,也可为上说的旁证。
参见拙文《论唐代方镇“进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 年第 1 期。又见《唐代财政史新编》附录三 ,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 1991 年版。
参见拙著《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86 —288 页。
《册府元龟》卷 169《帝王部·纳贡献》载 ,德宗贞元十七年 ,衢州刺史郑式瞻进绢五千匹 ,银二千两 ,诏付左藏库。
《新唐书》卷 112《柳泽传》。
《唐会要》卷 62《谏诤》。按 ,据有的学者考证 ,文中“市舶司”当为“市舶使”之误。







它证据。德宗时 ,陆贽上《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称 :“岭南节度经略使奏 :‘近日舶船
多往安南市易 ,进奉事大 ,实惧阙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 ,望定一中使与臣使司同勾当
⋯⋯’”。他摘引的岭南节度经略使的这段奏文说明 :第一 ,岭南对蕃舶的“收市”是为了“进




行采购 ,所以陆贽才说 :“岭南、安南 ,莫非王土 ;中使、外使 ,悉是王臣。若缘军国所须 ,皆有令
式恒制 ,人思奉职 ,敦敢阙供 ?”① 他用“军国所须”指代帝室消费需求 ,既是一种委婉的用语 ,
也是唐朝帝室财政只是国家财政的一个支出单位这一事实的反映。此外 ,如德宗贞元十八年
(802)徐申任岭南节度使时 ,“蕃国岁来互市 ,奇珠、玳瑁、异香、文犀 ,皆浮海而来 ,常贡是供 ,不





需求 ,所以 ,唐朝对广州市舶官员的选任才会以宦官为主 ,偶有朝官。③ 对市舶使选任者的特
殊性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 ,韩振华先生就指出 :“有唐市舶之设 ,殆亦势使其然耶 ?! 帝王之




在财政支出方面 ,如上所述 ,有唐一代 ,国家财政一直要花费资金 ,为帝室收购进口珍奇 ,
此即“散国财 ,市蛮宝”。在“收市”中时存在着压价抑买的现象 ,但是压价过甚 ,会使来广州入
口的蕃舶大为减少 ,或者转往安南入口 ,从而影响有关官员完成为帝室财政的“收市”任务。正
如德宗时岭南节度经略使上奏所说的 :“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 ,进奉事大 ,实惧阙供。”⑤ 又







《唐代南海贸易志》,原载《福建文化》2 卷第 3 期 ,1947。收入氏作《航海交通贸易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2002 年版。
参见黎虎《唐代的市舶使与市舶制度》,《历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
《全唐文》卷 639 ,李翱 :《唐故金紫大夫检校礼部尚书使持节都督广州诸军事兼广州刺吏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营
田观察制置本管经略等使东海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徐公行状》。
《陆宣公集》卷 18。





让度支受益 ,即元和十二年 (817)九月 ,“出内库罗绮、犀玉、金带之具 ,送度支估计供军。”② 次
年二月 ,宪宗“内出玳瑁琉四百只 ,犀带具五百副 ,令度支出卖进直。”这次出卖珍宝所得价钱虽
然交给内库 ,但考虑到当年六月宪宗又以内库绢 30 万匹、钱 30 万贯付度支补充军费 ③,我们不
妨也将这次出卖结果视为国家财政受益。除此之外 ,没有类似记载。可见“收市”制度对于唐
朝国家财政而言最主要是支出 ,几无收入可言。
若要论财政收入 ,需要考察两个方面 ,一是通常意义的商税 ,二是特定的商税即舶脚。
先说通常意义的商税。广州海外交易除了官方的“收市”之外 ,无疑存在着大量的民间交
易。如德宗时 ,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称 :“臣奉宣皇化 ,临而存之 ,除供进备物之
外 ,并任蕃商列肆而市。”④ 又如文宗《大和八年疾愈德音》称 :“其岭南、福建、扬州蕃客 ,宜委
节度观察使 ,除舶脚、收市进奉外 ,任其来往 ,自为交易 ,不得重加率税。”都可说明在广州海外
交易中民间交易是主体。
对这种民间商业交易 ,唐朝政府是否征收商税呢 ? 我在《唐五代“关市之征”试探》一文⑤
中已经指出 ,目前看不到唐朝前期有开征通行于全国商税的资料。此外 ,开元四年 (716) 二月 ,
“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 ,可往营致 ,因言市舶之利”,玄宗拟派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前
往 ,杨范臣劝谏说 :“彼市舶与商贾争利 ,殊非王者之体 ⋯⋯。”玄宗纳谏而止。⑥ 此事可以作为
唐前期政府没有对“市舶之利”征收商税的旁证。建中元年 (780)实行两税法改革 ,规定 :“其不
居处而行商者 ,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 ,度所与居者均 ,使无侥利。”⑦ 这是对“行商”征收的商
税。同时 ,唐后期可能还征收税率为 2 %的交易税性质的“除陌”钱。⑧ 不过 ,唐朝政府是否对





收商税并没有列入唐朝国家财政收入计划。再者 ,上引文宗德音宣布 :“除舶脚、收市进奉外 ,


















《全唐文》卷 764 ,萧邺 :《岭南节度使韦公神道碑》。
再说“舶脚”。据上引文宗德音及李肇《唐国史补》卷下的记载 ,唐朝国家财政从广州海外
交易获得的特定商税收入项目是“舶脚”。但是 ,舶脚如何征收 ? 税率是多少 ? 唐人没有进一
步的说明。而迄今不少论著关于征收舶脚的说法 ,多根据较早由张星　编注、朱杰勤校订的
《苏烈曼游记》的一段译文 :
外国商船抵埠 ,官吏取其货物而收藏之 ,一季之船既全入口 ,官吏征百分之三十关税
后 ,乃将货交还原主发卖。国王有悦意之货 ,则以现金及最高购价 ,付之商人也。①
这一段译文把征税与为帝室采购当成两件事情 ,并说舶脚的税率高达 30 %。且不论此说别无
唐人的其它资料为佐证。更重要的是 ,后来出版的穆根来等人的新译本却是这样翻译的 :
海员从海上来到他们的国土 ,中国人便把商品存入货栈 ,保管六个月 ,直到最后一艘
海商到达为止。他们提取十分之三的货物 ,把其余的十分之七交还商人。这是政府所需
的物品 ,用最高的价格现钱购买 ,这一点是没有差错的。每一曼那 (mana)的樟脑卖五十个





再进一步考虑 ,如果官方“提取的十分之三的货物”要构成国家财政收入 ,如上所述 ,由于







非地方税 ,对此李绵绣作了很好的阐述。③ 在度支安排的财政调度计划中 ,岭南“轻税”诸州的
祖庸调除一部分上供之外 ,有一部分就地支用。如军费 ,杜佑在《通典》卷 172《州郡二·大唐》
“岭南五府经略使”条下注明 :“理南海郡 ,管兵万五千四百人 ,轻税当道自给。”④又如《通典》卷












《旧唐书》卷 41 ,《地理志四》也称 :“其衣粮 ,轻税当道自给。”
参见李绵绣《唐代财政史稿》(第 2 分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612 —620 页。
穆根来等译 :《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第 15 页。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2 册 ,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第 201 页。
令所不允许的。① 因此 ,在这种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之下 ,广州的“蕃舶之利”不可能是岭南地方
财政的合法收入。
但是 ,唐朝后期中央集权趋于衰落 ,地方政府在两税之外的“法外加征”禁而不止。因此 ,
岭南与其它地方一样 ,也存在着地方长官擅自征率的事实 ,包括对广州的海外交易。例如 ,开
征“下淀之税”。以往论者把“下淀之税”列入唐朝的国家财政收入 ,有的甚至把“下淀之税”等
同于“舶脚”②,这都是误解。下淀之税的记载见于孔　的事迹中。韩愈在《唐朝散大夫赠司勋
员外郎孔君墓志铭》写道 :孔　在元和十二年 (817)出任岭南节度等使 ,“蕃舶之至 ,泊步有下淀
之税 ,始至 ,有阅货之燕 ,犀珠磊落 ,贿及仆隶 ,公皆罢之。”③ 孔　有权取消“下淀之税”,足见
这一税项不是国家财政的收入 ,而是前任地方长官的擅征之税。正因为岭南长吏存在擅自对
广州海外交易征税的现象 ,文宗《大和八年疾愈德音》才说 :“南海蕃舶 ,本以慕化而来 ,固在接




囊 ,如德宗时 ,王锷任岭南节度使时 ,“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 ,则尽没其利 ,由是锷家财富于公
藏。日发十余艇 ,重以犀象珠贝 ,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 ,循环不绝 ,凡八年 ,京师权门多
富锷之财 ,拜刑部尚书。”④
综括全篇 ,唐朝广州海外交易、市舶制度 ,即所谓市舶之利、蕃舶之利与财政的关系 ,主要
















⑤ 参见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第三章第一节《海外贸易与财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旧唐书》卷 151《王锷传》。
《昌黎文集》卷 26。
黎虎 :《唐代的市舶使与市舶管理》,《历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
参见拙文《论唐朝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体制》,《中国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 ;《唐五代“关市之征”试探》,《中国经济
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又分别见《唐代财政史新编》第九章 ,附录四。
